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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40年代，广州沦陷期间，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陆续派人到广州建立交通站、搜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等，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陈翔南同志受命潜入广州，负责领导广州地下党工作，见证了这段秘密的潜伏岁月。

秘密进入广州

陈翔南是广东顺德人，年轻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加入中国青年同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陈翔南在粤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共新会区工委书记、新鹤县工委书记、中山县委书记和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兼组织部长、珠江三角洲临时工委副书记等职务。1944年年底，苏联反击德国的作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由于原负责广州沦陷区工作的梁广同志需要转移到游击区，为加强敌后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决定调陈翔南到广州沦陷区工作。
1945年1月，陈翔南从珠江纵队司令部出发，经中山县崖江渡江到达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省临委所在地）接受任务。省临委书记、东纵政治委员尹林平同志在东纵司令部同陈翔南谈话，布置了三项工作任务：一是巩固和加强广州地下党组织，把各条线插入广州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二是以东纵和珠纵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三是继续做好原来广州地下党为游击部队服务所担负的各项任务，如交通站、联络站工作，购买医药用品等。临行前，尹林平把广州地下党各条线主要领导人的组织关系交给陈翔南，其中有东纵系统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珠纵系统的郭静之、北江特委系统的何君侠等。为确保陈翔南安全到达广州，组织上选派具有丰富的交通联络经验的东纵政治交通员何琼同志护送。由于路程较长，既要经过游击区，又要经过敌占区，还要穿过敌人的广九铁路封锁线，为安全起见，他们在出发前约定好是叔侄关系，并准备好敌人盘问时的对答口供。身上除了带一些钱之外，文件、书报一律不带，沿途也不在敌占区逗留，尽量在傍晚前赶到游击区的交通站住宿。当接近广九封锁线时，他们先埋伏在铁路附近的树林里，等敌军巡逻队走后，才选择从光线较暗的地方急速穿过。经过几日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安全到达广州。

寻找职业掩护

为安全进行地下活动，我党的同志进入广州后，三个步骤至关重要。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下来。有的同志老家在广州，抗战前曾长期在广州生活，在广州有不少社会关系；有的虽然家不在广州，但在广州有亲朋好友，可以依托亲朋好友的关系进行隐蔽。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做掩护。有了正当、公开的职业，才能有效地掩蔽自己，才能生存下来。有的做泥水工；有的收购破烂；有的上山打柴；有的做杏仁饼，自己挑卖；有的做教师；有的打进敌伪“广东妇女会”“广东法院”当职员。第三步就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有了群众做掩护，才能站得稳。在与群众密切交往中，深入了解、选择可靠的对象，逐步建立组织基础，才能在群众中生根。
1945年2月，陈翔南到广州后，由何琼带路，先到惠福西路东纵系统麦任的住处，同麦任碰面。麦任在他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陈翔南居住（同年7月，陈翔南迁往三府前街，与一位进步群众同住）。根据秘密工作规定，除了麦任等个别同志外，其他同志并不知道陈翔南的住处。至于公开的职业，则接替梁广，以位于十三行路的华昌药材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华昌药材行是梁广为寻找职业掩护和一个商人合股开办的，由梁广挂名经理，并安排一名地下党员主持店务，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陈翔南不在这个药材行住宿，但为了不被外人看出破绽，他每天中午前后都到药材行转一趟，有时出于应酬需要，还与合伙人去茶楼饮下午茶。在平日的生活中，单从外表看，陈翔南就是一副悠闲的老板模样，但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脑子里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统一地下组织

1938年广州沦陷以后，绝大部分党员按照省委部署撤出了广州。由于留下的党员尚未能在广州立足，党组织在广州的活动停止了两三年时间。从1941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先后派遣了一批党员赴广州活动。他们进入广州以后，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指导方针，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努力，逐渐在广州站稳脚跟，建立了一批交通站、联络站和秘密据点，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建立了党的一般外围组织“游击之友”，为重建广州党组织、配合广州外围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系统，因而各有各的任务，分别由各自的组织系统直接领导，除非必要，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在组织上未能统一起来，几股力量未能拧成一股绳。当时，广州党的地下组织大体分为四条线：1.原粤南省委系统。领导人是余美庆和曾珍，党员人数在15人左右，分布在工人、店员、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阶层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广州地方党的组织。2.东纵系统。领导人是麦任，党员人数为20—3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东纵部队服务，其中有的从事交通工作，有的做黄包车车夫，有的做情报和对敌工作。在国民党军统中，有一个秘密小组，内有两个党员、一个已脱党的群众等。此外，还有几个非党关系，分别为伪军的营长、连长和伪军事机关的高级参谋及留穗的东莞武术界头面人物。3.珠纵系统。领导人是郭静之，党员人数在10人左右。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站、联络站，如云台里交通接待站、米市路广安柴店联络站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珠纵部队活动。4.北江特委系统。领导人是何君侠。北江特委派党员到广州活动的时间比较早，人数也比较多，前后总人数在30人以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江游击队服务，在广州建立了好几个据点，曾经在二沙头的颐养院办过几期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游击区参加斗争。他们的领导人原来是王磊，后来王磊调走，由何君侠接任。
陈翔南分别同上述四条线的领导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将四条线的党员基本上统一起来。作为领导人，陈翔南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主要直接联系五个“线头”：余美庆、麦任、曾珍、何君侠和郭静之，这五位同志所联系的关系则照旧不变。广州地下党组织统一后，把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作为重要任务，慎重、严格地发展新党员和大力发展“游击之友”。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关于群众工作、斗争策略的教育等。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败局已定，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广州地下党着重开展了情报工作、策反敌伪军工作、宣传抗日等，积极做好迎接抗战胜利的准备。

散发抗日传单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已岌岌可危，但处在日寇统治下的广州人民，由于受到反动宣传，对抗日战争形势不够了解，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还未消除，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日作用还不清楚。在七大精神鼓舞下，从当时广州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广州地下党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一份《告广州同胞书》，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散发。目的是要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用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的消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真相告诉全市人民，宣传东纵和珠纵英勇抗敌的战绩，以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
传单由陈翔南根据七大精神执笔起草，写好后，又同麦任、余美庆共同斟酌才最后定下来。传单内包含两篇文章，分别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每篇1000余字。为了打好这场宣传战，陈翔南同麦任、余美庆进行详细研究，对具体方案进行周密安排，提出“广泛、安全”四字行动方针，一方面要广泛散发、造成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要保证所有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员安全。他们先将传单复写了几份，然后分别交给各个秘密印刷点印刷（当时几乎每条线都有一个以上的油印点）。传单为八开纸，分两边，每边一篇文章，分别由东纵、珠纵署名，印成红蓝两色，总共印了4000份左右。然后，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动员了几乎全市的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投入这一行动。为了保密，行动组按原来的组织关系组建，以两人或者三人为一个行动组，包干负责一个地段。行动之前，各组先到自己负责的地段仔细观察，熟悉地形，摸清日伪巡逻路线，考虑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形及准备采取的对策等。
全市统一散发传单的时间，选择在初夏的一个晚上，从敌人进行灯火管制时（9点钟左右）开始，至10点钟结束。因为如果时间太早，路上还有行人，容易被发现；如果时间太迟，晚于敌人戒严时间的话，行动组的成员们将无法回家。行动开始后，每个小组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内，机智、沉着、勇敢地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或信箱里，或者张贴在公共场所（如市场、公厕）显眼处。有的还把一叠传单放在茶楼最高层的临街栏杆上，让其自行飘落。行动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长堤、黄沙、十三行路、海珠路、泰康路、惠福路、光复路、上下九路、宝华路和西关，以及河南地区等，包括了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范围很广，规模很大。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了传单，争相传阅，迅速在全市各个角落流传。有的说“小鬼队进城贴传单啦”，有的说“手枪队昨晚进了城啦”，全市为之震动。敌人异常紧张，出动马队、摩托车队，到处撕毁传单，一连数日加强岗哨，到处进行搜查。之后的那段时间，汉奸走狗大多数诚惶诚恐，广大市民则拍手叫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接收广州后实行反动统治，中共组织仍处于地下状态，潜伏羊城的共产党员们为谋求广州的解放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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